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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国人对于广播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话语多元的特征；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喉舌论”、“阶

级斗争工具论”逐渐成为统领一切的核心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与实践领域的花样翻新相对应，广播电视的理论研

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日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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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正是随着广播电视实践的发

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展递变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肇始于1923年的中国广播事业，由于在技术、人力等方面均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起步

时期的相关理论研究也较多地引进、借鉴了西方已有成果，并因其后广播事业的多向发展而呈现出话语多元的特

征。 

早期对于广播的理论研究，既涉及到了广播属性、功能、特点等较为宏观的问题，也涉及到广播制度、事业管

理等中观层面，另外还有大量节目内容、播音技巧等业务层面的探讨，可谓议题多样，观点不一。如在对广播功能

的认识上，由于这一时期的广播事业格局是一家独大[1]、多元并存，因而对于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2]、消遣娱乐

功能以及商业谋利等功能[3]都较早被研究者所论及。至于广播的“党国喉舌”[4]定位，则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前后，迫于当时情势，政府急于利用这一媒体灌输教义而出现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也是执政当局力倡并付

诸实践的理论支撑点。 

在当时，国内战争、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也引起了人们对广播与战争关系的思考：1942年1月，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编印了《无线电宣传战》一书，分“无线电宣传――战争的工具”、“对敌宣传战”、“争取美国援助的无

线电宣传战”三章，深入论述了广播宣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次年，彭乐善所著的《广播战》由重庆中国编译社

出版。全书分九章论述了世界各国的广播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广播传音的技术等。而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1940年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后，广播事业随即被纳入党的新闻事业体系，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积极践行者。 

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
 

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与传媒领域的政治控制日益加强相对应，广播电视的“工具论”、“喉

舌论”逐步上升至统领地位。这种理论观点强调的是广播电视的政治教化作用，也即重视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

舌”功能，而相对忽视了娱乐、广告、文化传播等其它作用。在这种理论观点的统摄下，有关广播电视性质、功

能、任务等一些基本问题均属不容讨论的学术“禁区”，要由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或有关党政部门认定，并通过

报刊、文件或相关的会议予以发布。 1952年至196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召开的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所形成的

文件和有关负责人的报告、讲话、文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当时广播电视理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成果。如1952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就围绕“广播工作的特点，广播工作的对象和广播工作的任务”三方面作了深

入系统的论述，不仅指明了国内广播的具体任务、工作方向，也框架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边界和底线。之后的几

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也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业务范围、改革方向等问题做了具体

规定。在此期间，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

理论视野。但总体上看，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基本上遵循的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线。虽然自50

年代开始，一些广播电视教育机构的科研人员开始参与到广播电视理论工作中来，但知识界的所谓研究，基本都是

一种学习型的理论阐发和服务于教育教学实践的初步的学科体系建构，即使是少数几次的争鸣，也没有从根本上摆

脱和超越上述的理论框架。 

也正是由于这种媒介定位的局限，导致近三十年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既缺少必要的受众研究，又缺乏一定的国

际视野，研究视角和方法都相对单一。真正有份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成果不多。 

1978年至90年代初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播电视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方面促使广播电视工作者积极

进行理论思考，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的业外人士关注和研究广播电视。广播电视理论建设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

期。 

这一时期，以《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创刊，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新闻广播电视研

究》（1981年创刊，1989年停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6年创刊）等为阵地，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冲

破了“左”的观念限制，不断提出新观点，提供新发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园地。如1983年卢

克勤发表的《广播电视――强大的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就引入西方的“信息”概念来认识广播电视，在当时令

人耳目一新[5]。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性著作也开始陆续面世，如《新闻广播学研究》（康荫，广播出版社

1982年版）、《荧屏前后――电视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析》（裴玉章，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广播学基础》

（康荫，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左漠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7年版）、《广播受众学简说》（鲍祖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等、《寒暑四十的追求――关于广播学的

探讨》（杨兆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广播电视的宏观思考》（刘观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年版）。虽然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这些探索还尚显稚嫩，基本是在新闻学和传统的政治学、历史观框架下

展开，但却初步展现出学者们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姿态。 

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北京成立，其基本定位就是推动广播电视的理论建设。学会成立之初，当

时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都明确提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要把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中国特色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应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学会成立后，相继开展了一系

列的科研工作和研讨性会议，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以分散为主、以个体为主的状况，研究的问题

和范围也逐步扩大。其中取得的最突出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1990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

学》。 

作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重点攻关项目，《中国广播电视学》集结了当时国内从事广播电视理论工作的主要

人员，从1986年启动，到1990年成书，前后历时四载。该书出版后，广电部曾专门发文到各省市广播电视厅、

局，以重要理论著作的名义，要求全国广播电视战线的职工人手一册，认真学习；该书还曾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广播

电视专业学生的教辅书发行，可见其当时地位之尊崇。可以说，《中国广播电视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

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研究者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有中国

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理论体系初步确立。 

此外，由中广学会组织开展的“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任务”、“关于党性与人民性”、“关于商品经济

与广播电视改革”的大讨论，关于“珠江模式”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推广，关于以经济台为代表的系列台运营模式的

探讨等，无不对活跃当时的理论氛围、进一步促进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积极的影响。如关于广播电视的性质，研究者们提出了“是借助电视音像技术的大众传播工具”，“是综合

性的多功能的传播媒介”，“是以新闻传播为主要手段的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阶级的喉舌”，“是以电子音像技

术为手段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社会文化传播媒介”，“是以电子音像技术为手段的传播新闻为主的大众传播工具”等

多种看法；而对于广播电视的功能，研究者们则普遍认为，广播电视具有传播新闻、反映舆论、社会教育、文化娱

乐、公众服务等多种功能。[6] 

90年代至今
 

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反映在广播电视实践领域，就是新节

目、新栏目、新频道持续涌现，新理念、新思路、新制度不断引入。实践的变化，推动着理论研究的创新。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角和方法日趋多元。在日益庞大的研究队伍中，除原有的广播电视系统、高校



人员外，一些其它学科、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而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除传统的方法和视角

外，还大量吸收、借鉴其它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并借鉴国外的已有成果和致思途径。如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利用田

野调查方式撰写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郭建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深

入细致地考察、描述了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民众收看电视的情况；还有的运用符号学和叙事

学方法分析广播电视节目，如徐敏《国家的代码》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细致分析7。另外还有大量的实证调

查和统计数据，为我们准确地展示了广播电视某一方面的发展状况，如近年大量出版的广播电视“年度报告”、广

播电视发展“蓝皮书”等。 

二是研究视域日渐拓宽，理论根基越来越深厚。随着实践领域的推陈出新和国外相关成果的引入，目前我国的

广播电视理论成果已日显丰厚，出现了如《中国电视论纲》、（杨伟光主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电视影响评

析》（时统宇，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电视观念论》（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十年

――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三联书店2003年版）、《生态电视论》（刘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论著。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电视意识论》（刘炘，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

版），《广播电视探析》（赵水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电视学引论》（李振潼主编，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4年版）、《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陆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电视批评

论》（欧阳宏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时统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年版）、《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电视传播与受众》（黄

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郭建斌，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电视与社会》（邢虹文，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解构电视》（张晓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版）等。再如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在认识上也突破

了过去“左”的观念，不再单执一端，只强调“广播（电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根据中央已将广播电视列

入第三产业的范围，探讨广播电视的双重或三重属性问题，认为广播电视既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喉舌功能，同时

又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具有文化属性，娱乐功能。而在研究内容和对象方面，也不象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传播

者和传播内容，而是不仅关注传者，还有传播观念变迁的研究、受众（效果）研究、广播电视体制、制度研究等；

不仅关注主流话语，还有对较为边缘问题的探讨，如对农传播、弱势群体传播等；再如在比较的视野中观照中西广

播电视的异同，因而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和学理性等等。此外对于广播电视的最新发展、数字化浪潮下广播电视

的新形态、广播电视的新实践、WTO与中国广播电视等题目等多种问题，理论界也均有关注。总之，目前，广播电

视的理论研究正呈现出跨学科、多样化的特点。 

结论
 

几十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毋庸讳言，与飞速发展的现实相比，广播电视理论建

设却日益呈现出滞后于实践的局面；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相比，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又呈现出原创

性不足、经典文献不多的特征。而且在理论研究的目的、定位等方面，目前学界和业界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

过多关注理论的实用价值，而相对忽视了其对于真理的探求、认知功能；要求理论服务于现实实践，并把它作为衡

量理论价值的唯一标杆，而把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所有成果称之为象牙塔内的“喃喃自语”。再如近年来，学界大量

引入西方的话语体系，大量借鉴其价值观、学术方法和治学思路，但却出现了生吞活剥套用西方现有理论，不注意

中国现实和实践的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的发展。 

 
 

注释
 

[1]指以中央广播电台为首的国民党党营广播电台。 

[2]曾觉之译，国联世界文化合作院编《无线电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1936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 

[3]芳美：《广播无线电话之费用》，《申报》1926年9月16日。 

[4]徐韦立：《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扩大后之展望》，《申报》1937年2月16日。 

[5]该文发表于《广播与电视技术》，1983年第5期。 

6见《<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年第4期 

7http://www.cul-studies.com/old/bbs/read.asp?boardid=1&bbsid=1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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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lism of class struggle were essential theories; since Reforming and Opening, 

corresponded to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practice in media, the theoretical 

study for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become increasingly Continuation in the depth and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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